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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朱志荣

中国古代文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正像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一样，它们并没有被历史所淘汰。尽管由于人们曾经因高度重视西方文

论而冷落了它，但随着人们在全球视野下文论中国化意识的觉醒，对中国古

代文论当代价值的日益重视，以及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传承关系认识的不

断深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已经越来越重视了。在此背景下，强化中国

古代文论的教学就显得非常必要。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一直以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活

动为基础，同时又指导着文学活动，推动着文学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古

代文论在全球视野下有它的独特之处。它在产生与发展的脉络、思维特征

与范畴特征、文体特征与表述方式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进入

《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讲读》正文之前，我在这里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中国古代

文论的主要特点。

一 中国古代文论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文论早在有文献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徐英在《诗话学发凡》

中把诗话的源头追溯到远古的虞夏：“诗话之学，厥源远矣。披叶寻根，则肇

始虞夏；沿澜观海，亦极乎明清”，“《虞书》所陈，九序为歌；其诗话之首基

哉！”“今言诗话，析派有三：述学最先，评体为次，铨列本事，又其末焉”，〔员〕并

强调了论先评后的原则。

现存上古时期的批评保留在先秦的子书和史书中。先秦儒家重视文

学，儒家思想中除了政治教化观以外，也不乏中和、文质关系等审美角度的

探索；尽管道家声称反对文学乃至整个文明，但是道家对文学观的影响还是

很明显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更侧重于审美的视角，强调文学的审美怡情功

能。在文学观上，儒家和道家的态度并不是对立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或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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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同而已。先秦之后，儒道互补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也渐渐得到了体现。

佛教思想在经历了与正统儒家思想的相互摩擦与同化，与道家思想的

相互引证与补充后，而逐渐争得一席之地。佛教被同化后，对中国文学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禅宗的“熟参”和“顿悟”借助唐宋学者特别是严羽的“以禅

喻诗”进入古代文论，使得古代文论的直觉思维在理论形态上更加精致，在

诗学批评中更具操作性和方法论价值。以禅喻诗的要旨在于“妙悟”二字。

在佛学的认识论中，妙悟是认识的最高阶段。悟者，觉也，有了解、领会的含

义。就认识论来说，对事物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才能称

得上是了解和领会。但佛家用这一“悟”字，并不强调逻辑推理所获得的理

性知识，不是借助于逻辑推理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一种不言而喻，无言

之辩，往往通过一种事物和比喻，一句微言妙语来获得启示，心领神会，了然

于心，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宋僧悟明《联灯会要》）。即所谓的言外之

意，教外别传，它们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传道领悟方式，被古代文论家们运

用到对文学的体悟与文论的建构中，自有其特别的价值，对后世的文学欣赏

与文论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历程中，文论和批评也是随着文学的发展演化

而发展演化的。文论的产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学在不自觉状态的

时候，会有不自觉的批评；文学进入自觉状态，便有了自觉的批评。与创作

一样，文论中同样体现了文论家人品与文品的统一，除了时代、环境的影响

外，文论中也体现了文论家独立的人格。中国古代文论深受中国传统的哲

学体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

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整个文论史，很多文论家的文论思想也受

到中国儒道禅思想的影响。

文论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常常是不同步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古希

腊文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发展鼎盛的时候，恰恰是文学开始衰弱

的时候。这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主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而文论的发展则主

要在于研究者们见识的积累，是奠定在前代文论的基础之上的，有着自身的

发展源头和发展历程。中国古代文论也同样如此。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

卷三十五云：“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盖

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自然耳。”正因为文学

与文论在各自在发展同时，还有着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两者发展的不平衡

性。文学的繁荣时期，并不代表文论发展的高峰，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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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文论强调主体性，强调抒情言志，通过直觉的方式对文学进行

反思。与西方传统的分析方法相比，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更趋于综合，更具

有人文情调。除少数如《文心雕龙》等著作外，中国古代文论总体上体系性

不强，文论家们往往依靠敏锐的直觉体验，重领悟、重描述、重整体感受和印

象，带有较多的直观性和经验性，多给人以启示，让人了然于心，在体验中获

得共鸣，但遗憾的是它们缺少缜密的分析。中国古代文论重视个人对作品

的直觉感悟，重主观印象，主要是经验性、感受性的，对读者进行感性引导，

富于启发性，从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论追求“无法为法”的艺术精神和诗性

内涵。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它始终不脱离感性形态，

具有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特征。如钟嵘品诗，反对用典而推崇直寻，《诗

品》上评谢灵运“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兴”多指不离

形象的“寓目辄书”，指思维的直接迅速；“内”、“外”则指思维过程中的主客

契合。从中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评论，其思维方式也是直觉性的。而对批

评对象，钟嵘也是“寓目辄书”，或比较，或比喻，或知人论世，或形象喻示，均

为诗性话语而无理性分析。这一思维方式在宋代严羽的诗论中表现得也非

常突出，如讲求“旁悟”。

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具

有诗意的文化，中国哲学的“说”常常也是诗意地“说”，中国文论同样也是诗

意的。中国古代文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上古时

代的农耕文化造就了中国传统的诗性文明。农耕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华

民族特定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会走向与西方不同

的诗性道路，就在于中国古代早期文化中所孕育出来的诗性智慧，同时也是

儒、道、释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文学重赏会与妙悟，中国文论也重赏会与

妙悟，这种妙悟的方式本身也是诗意的方式。他们从创作和欣赏活动的切

实体验出发，引发读者通过体验而共鸣。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感悟和连类无

穷的诗性表达，文论自身就是诗意的、审美的。

唐人以“诗”说诗论诗，正是诗性思维的典型体现。以诗论诗始于杜甫，

后继者有白居易、韩愈等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和《解闷五首》，白居易的

《与元九书》等都是批评文体中的名作。韩愈的论诗诗，数量多，诗语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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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张籍》用了一系列奇崛的比喻来状写李杜诗风的宏阔与雄怪，读来令人

惊心动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更是运用优美的语言来评说诗人诗作和

诗意诗境。其他如陆机的《文赋》、曹丕的《典论·论文》、欧阳修的《六一诗

话》等本身就是文学作品。

其次是具象性特征。中国古代文论常常以象喻义，具有暗示性和启发

性。中国文字以象见义，象形会意的文字不但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特点，也给

中国文论带来了特点。中国文字具有单体独文和表意性特征，在文法上没

有主动被动、单数复数以及人称和时间的严格限制。涵喻的字词是流动的，

随时相配而构成新的单元，不拘于宾主、人称等种种关系和要求，所以它多

变、简洁、富有弹性。用它构成文学作品也富于暗示、朦胧的特性，同时，适

于对情调、气氛的描写。这些特点造成了古代文论中文学修辞的发达、诗文

评论讲究炼字和炼句、散文评论讲求整齐和谐的俪偶和短长高下的气势等

特点。因此中国古代文论比较重视感性，又超越于感性；基于具象，又超越

具象；重体验，直诉直观体验；重视心印，以感性形象喻诗；通过生动的形象

对对象加以表述；想象奇特、引譬联类，形象地表达了抽象的内容，如《二十

四诗品》中常用“如”、“若”、“犹”、“似”来形容，其他文论表述也然。

第三是人本思想。中国古代文论从文学和人生的关系立论，体现现实

与理想的统一，强调人与诗文的关系。孟子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要求“知

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事也，是尚友也”，还

要求以意逆志，“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

子》）。叶燮《原诗·内篇》：“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薛雪《一瓢诗话》：“诗

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刘熙载《艺概·诗概》：“诗品出于人

品。”所有这些，都形象地说明了古代文论所蕴涵的极其强烈的人格精神，强

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表述方式，反映了审美的

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文学既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重视比兴的

研究，主张以形传神，又讲究含蓄，称道意境，这都与文论中侧重表现密不可

分，并由此形成了以作家论为主的特色。它注意的中心是人，是人这个具有

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它强调的是个人的独创，而不是对现实

的摹仿。“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作家各自表现他自己

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作品才能独具风采，才能具有感染力。但是另一方面我

国古代文论又反映出对自然的亲和、亲切的态度，是一种“民胞物与”的精

神，而文论正是有意识地倡导了这种思想。其他如通感的艺术表现，也是文

论中常用的，如钟嵘的“滋味说”，早期的重点悟，讲究诗在可解与不可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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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明中叶以后，分解批评开始兴起。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所贯注

的人的生命意识。文论强调文学要会心，以心相会，而文论本身也重在会

心，以求得共鸣。重视意会，重内心领悟、重内省体悟，让读者能以意相会，

通过直观去体会、领悟。比如杨万里论诗歌就强调要重视意，可以意解，不

可以以辞解。

对诗品与人品、真人与真情的看重，也成为我国古代文论在体现人格精

神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所谓“文如其人”，有真性情，才能有真文学。强

调对真情实感的表达，形式和作品的整体风貌都要服从于真情实感，这在几

千年的文学传统中是一以贯之的。清代尤侗《吴虔升诗序》云：“诗无古今，

惟其真尔。有真性情，然后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强调情真

意切。对真情实感的强调，是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六朝文论就是以情

为主的。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云：“诗安有定格哉？但有真才真学真性

情，其诗自有佳处”，强调真情实感及其意蕴和传达的技巧。张维屏的另一

本著作《松心诗集序》说：“人有性情，诗于是作。”《梁芗孝廉桐花馆诗集序》

也说：“诗之根本，莫要于性情。”《国朝诗人征略》评郑板桥画、诗、书三绝中

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所以只有亲历古人的生活之地，体味其

创作的过程与语境，才能真正感受作品的内涵和创作者的心境，洪亮吉《北

江诗话》写道：“大抵读古人之诗，又必身亲其地，身历其险，而后知心惊魄动

者，实由于耳闻目见得之，非妄语也。”

第四是抒情本位。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以抒情文学为本位的文论观。

中国古代的诗都表现了跌宕起伏的情感与诗歌形式韵律的合一的特点。即

使是一些叙事诗，也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在叙述中包含着主体的情感评

价。《孔雀东南飞》的抒情性很浓，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融抒情与叙

事于一体，作者以情叙事，读者披事入情，受到感动。戏曲也具有抒情性。

在中国古文论家的视野中主情说的观念影响非常久远。从《礼记·乐记》开

始，“情”就走进了文论家的视野：“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

声，声成文，谓之音”，把“情”看成音乐产生的动力，然后才会有“文”，有

“音”。《吕氏春秋·大乐》也说：“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这

里就把“情”与“乐”的关系进一步加以强调。而从陆机的《文赋》开始，“情”

更是成为诗文的发酵剂了，奠定了诗文审美品质的基础，“遵四时以叹逝，瞻

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中的“叹”、“思”、“悲”、“喜”更

是把这些情感性的词语与季节的变换、岁月的流转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情”

的丰富多彩与可亲可感。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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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了创作主体和欣赏者如何在文艺评品中找到他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

“情”，它为二者搭建了沟通的桥梁。而到明清之际，文论家们为了反抗道学

的虚伪，更是举起了“真情”的大旗，为文艺开道，主张“童心”说的李贽就写

道：“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焚书》卷三

《忠义水浒传序》）点出了“情”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应该发挥的作用。从中可

以看出，主“情”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是影响中国古代文

学和文论的重要一环。

第五是重视声律。中国文论重视对偶和声律，是由汉字及汉语自身的

特征决定的。在六朝以前的诗赋、乐府中，自发地体现着声韵规律，而六朝

以后，特别是齐永明年间，人们受佛教传入时的梵音影响，将声律问题上升

到自觉意识，如沈约的“四声八病”，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等，提出“标情务

远，比声则近”，“声得盐梅，响滑榆槿”的主张。《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

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永明“声律论”三人

中，以沈约的成就最为卓著，沈约声律论的主要内容是“四声八病”说。在沈

约的《四声谱》（今已亡佚）之前，周颙已写成《四声切韵》之作，但其影响甚

微，后陆机《文赋》中有“音声迭代”，指出了音声韵律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这是沈约所倡导的声律说的滥觞。沈约诸君以四声定韵，在诗句中平仄间

隔使用，从而使语言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呈现出协调和谐的音乐之美，更易表

达丰富充沛的感情。“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

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

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要

求诗句中声韵要有变化，一个诗句不能老用一个声韵，应该浮声和切响交互

运用，同时还要求诗歌声韵必须和谐，表现了他追求诗歌声律的流动变化的

美，追求声韵多样统一的和谐，力求平仄交替，避免单调。沈约的声律说为

古代诗歌由古诗向律诗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使后代许多诗人在表情达意

上更加注重语言节奏韵律的美感。沈约之后作诗讲求韵律，关心节奏成为

许多诗人追求的目标。南宋张炎就谈到：“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

也。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此正‘声依永，律和声’之遗意”，“词之作必

须合律，然律非易学”，“雅词协音，虽一字也不放过，信平协音之不易也”。

对语言声律的推崇，不仅止于上述论断，在我国古代关于诗韵、词韵、曲韵的

研究中，也可看到此种现象。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韵书是

魏时李登的《声类》，六朝时编成的韵书多达圆苑种之多，北宋的《广韵》和《集
韵》、南宋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王骥德的《曲律》等都非常系统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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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戏曲的语言艺术。他们非常注重文学艺术语言的音乐美，使文学艺术更

加富于艺术美，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声律对诗歌尤其重要。受汉语骈俪特点和梵文反切的影响，六朝以后

的诗歌都会有意识地追求声律之美。如陆机《文赋》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

五色之相宣”，谢榛的“诗必言律”（《四溟诗话》），作品因而产生声韵和谐的

美妙效果。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同一著述，文曰作，诗曰吟，可知音

节不可不讲。”袁枚主张在学古中求变，在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艺术表现方

式的变化必然导致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袁枚反对推尊某一种格调。

刘熙载也说：“意境与声律相称，乃为当行”（《艺概》），强调词采、声律与艺术

境界的高度统一。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这种声韵音律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的

作用，并产生了独有的审美效果。

第六是托古创新。中国古代文论，每当寻求改变现状或纠正不正的风

气的时候，总是要托古创新。强调先贤的成就，以便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

如唐代，陈子昂、李白在创作中实践创新的同时，理论上也标榜复“古道”，即

学习“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

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

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独专矣。”唐宋古文运动一个重要的

理论主张，是“文以明道”。韩柳都曾倡导这一主张，韩愈的门生李汉在《昌

黎先生集序》中提出了“文者，贯道之器也”的主张，宋代的周敦颐也提出了

“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

能。这种教化观以温柔敦厚为体，以兴观群怨为用。唐宋古文家虽然都强

调“道”，但具体内涵并不尽相同，有的偏重儒家的古道，有的则偏重给“道”

以现实的“辅时及物”的解释。唐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先秦两汉之古；宋代的

复古运动是恢复包括唐代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在内的古。

当然，诗文的复古也并非一味地复古，而是要有所变通。有的复古就是

形在托古，但意却全新。如唐朝在六朝诗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格律诗，把古典

诗歌推向了高峰。当然，崇古的心态也是多样的，如王通以儒家为正统思

想，“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中说·事君篇》）。复古思想与中

国传统学术推源溯流是相联系的，师承前人、以古为法，但并不墨守成规。

后来唐宋八大家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作品创新上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在

理论上也行“复古”之风，所以对文学的运动发展，没有留下鲜明的理论。此

风一直影响到元明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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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范畴特点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与西方的诗学话语有着不同的阐释功能和文化体

系。它既受到传统的哲学等范畴的影响，也取自于现实的人生，以抽象的概

念记录自己的直接印象。单体范畴相互结合或主从修饰，或并列融合，构成

了新的复合范畴。同时，中国古代文论还在借鉴外来范畴的基础上衍生了

新的范畴。具体说来，这些范畴主要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的文论范畴与哲学范畴是相贯通的。中国古代文论深

受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

文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有机整体观出发，中国古代

文论将文学放在与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的广泛联系

中进行考察，把文艺看做一个由各种不同因素多层次结合在一起的有机体，

把文学看做一个生气贯注、血脉相通的生命整体。纵观整个文论史，很多文

论家的文论思想也受到中国儒道禅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神、气、

意、象、味等思想都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的结果。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中

国古代文论还重视辩证方法，以形神、动静、虚实等范畴进行分析。在古代

文论范畴中，有着非常自觉的对立统一意识，如文与道、古与今、源与流、体

与性、情与采、形与神、理与辞、意与象、情与景等文论概念都体现这样一个

浑然统一的观念，二者缺一不可。

其次，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还体现了生命意识。中国古人认识到文学作

品不仅是人生命的体现和结晶，而且它本身的结构形式也具有人的生命特

征，作品亦如人，有肌肤、骨骼、血脉、精神，是个生机盎然，有血有肉的生命

体，是一种生气贯注的有机形式。它源于生命，在表现生命的同时，自身又

获得了生命形式的特点，并且以此而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如“气”，既是作品

作为有机生命整体的气、作品的内在生意等，又是作为作品源头的作家内在

气质、个性的气，从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论对作品的独特领悟和灵性。又如

作为文学风格的“风骨”范畴，其内涵也体现了中国文论的生命意识，描述作

品由言辞表达出来的强健有力的感人风采。再如“神韵”一语，最早见于南

朝，本是人物评品用语，意为人物的神采气度，如“神韵冲简，识宇标峻”（《宋

书》卷六十六《王敬弘传》）、“神韵峻举”（梁武帝《赠萧子显诏》，《全梁文》卷

四）等，后来这些评品人物的话语被转向评画，南齐谢赫也以“神韵”论画，其

意与“气韵”相近，诗论中的“神韵”是受画论影响的结果，如明代陆时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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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总论》、王渔洋《带经堂诗话》等均以神韵论诗。

中国文论往往以生命喻诗文，或以植物喻诗，如“根情、苗言、华声、实

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或以人与动物喻诗，如神明、骨鲠、肌肤、声气，都

是生命意识的体现。他们特别近取诸身，以人喻文，以气、以性论人。如气、

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归庄《玉山诗集序》：“气

犹人之气，人所赖以生者也，一肢不贯，则成死肌，全体不贯，形神离矣。”以

人的生命作喻，如《文心雕龙·附会》：“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

肤，宫商为声气”，把作品比做人体的生命、风骨。胡应麟《诗薮》云：“诗之筋

骨，犹木之根干也；肌肉，犹木之枝叶也，色泽神润，犹花蕊也。”吴沆《环溪诗

话》也说：“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髓，有精神。”王铎《文凡》云：“文有神，有

魂，有魄，有窍，有脉，有筋，有奏理，有骨，有髓。”这些以人喻诗、喻文，将文

学生命化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第三，与生命意识相关，中国古代文论还将自然感悟与社会特征贯通起

来。如“味”本来是生理感官的快感，陆机则以“味”来比喻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这是基于生理基础上的心理体验。他在《文赋》中说：“或清虚以婉约，

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

艳”，即好的作品留给人的长久回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提到了

“味”或“滋味”。钟嵘《诗品序》也在刘勰之后提出了五言诗的创作要有“滋

味”。宋代的张戒、杨万里、严羽、朱熹等人，大都在继承陆机、刘勰、钟嵘的

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第四，中国文论还借鉴了外来文化中的范畴，特别是佛教理论的范畴。

如盛行于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境界理论在借鉴玄学理论内核的基础上，对

“境”和“境界”做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为意境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

础和思维方法。尤其佛教理论家们对“心”与“境”关系的论述与文学艺术意

境理论的基本特征相契合，影响更为广泛。在唐代佛教各教宗派中，对“境

界”理论做系统阐述并对意境说形成具有影响的首推禅宗。禅宗吸取了唯

识宗对“识”与“境”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他的“境界”观。自盛唐以后的诗论

多有以“境”论诗的，很多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如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评

王维的诗“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王昌龄在《诗格》中对“物境”、“情境”和“意

境”的内涵给予了界定，他把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的诗趣与佛家的“境界”相融

合，加强了“意境”概念的内涵和风韵。正是佛教思想和禅宗的影响，才使

“意境”的内涵得到了延伸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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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论家

中国古代文论在两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具有远见卓

识的文论家。他们或著述专论，或以自序、序跋、书信、随笔、选本、评点等形

式，阐发自己对文学创作和鉴赏的主张、见解与心得。这些珍贵的文论遗产

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内涵，并为当代进行古代文论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作为读者和作家交流的桥梁和中介，文论家们“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

心”（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感受方面具有着

重要的作用。

文论家未必是作家，但文论家必定要懂得鉴赏，所以古文论家很多既是

作家，又是理论家，就不足为怪了。文论家在研究作品时，往往与作家心有

灵犀一点通，故其思想也往往能使作家心领而神会。会鉴赏的人未必会创

作，但会创作的人一定懂鉴赏，只有懂鉴赏的人才可能会创作。吴乔《围炉

诗话》卷四：“作诗需将古今人诗，一帚扫却，空旷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

而后成篇，定有可观。”古代的文论家们虽然创作才华未必高，却常常从事创

作实践。清代张晋本《达观堂诗话》卷四：“昔人谓诗文一道，作者难，识者尤

难。余谓农夫识谷，织女识布，作与识原是一家眷属，盖失则两失，得则两得

也。”

文论思想来自文论家的创作和实践经验，文论本身是在发现和总结规

律，而不可能发明规律。中国古代的批评家自己往往就是作家，兼具品味和

批评的自觉意识。作、赏、评、史、论五者，在古代文论那里集于一身。同时，

文学家的作、赏、评、史、论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和辩证统一的。其中作品是鉴

赏的基础，而作品和鉴赏又是批评的基础，作品、鉴赏、批评又是理论的基

础。文学的感染力来自它的审美价值，让读者从中获得审美享受。文学是

创作的成果，也是批评的成果。对于文学来说，创作、欣赏与批评是同样重

要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活动的整体。相比之下，文论家是立法者，而批

评家则是执法者。

古人强调鉴赏家和批评家要有切身的创作和实践体验。《文心雕龙·知

音》有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刘克庄《跋刘澜诗集》云：“诗必与诗人评

之⋯⋯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浅深，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

处。”当然创作与鉴赏用心是不一样的，吴乔《围炉诗话》卷四：“读诗与作诗，

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之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词如何，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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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机梭，一丝不紊，而后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无益也”。除了强调亲历亲

为，还注重博观宋代吕东莱《诗说拾遗》：“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

之心，然后玩之易入。”另外，批评家应有识见，才能辨别，也是文论家必须具

有的素质。

中国文学的欣赏强调“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调动人生的体验与亲证。

说诗、读诗者参与作品意义的构成，强调鉴赏者的主观感悟的能动性。袁枚

《程绵庄诗说序》：“作诗者以诗传，说诗者以说传，传者传其说之是，而不必

尽合于作者也。”读者、评论者与作者不尽合，也不必尽合，要与作者心心相

印。浦起龙《读杜心解序》也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

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

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吾还杜以诗，还杜之诗以

心”。不能以杜解杜，也不能从诠释中领悟。这种以心会心、以心印心，都是

说读者通过共鸣，成了作者的知音。读诗当然要求其意，但是这种求得不是

通过读诗得来，而是靠领悟，深观其意。正如苏轼所说：“夫诗者，不可以语

言求而得，必须深观其意焉。”与宋代相比，唐代诗人较少涉足学问，因唐代

重诗，诗人以诗即可立身，而宋代，欧阳修、司马光、范成大、王安石、苏轼、黄

庭坚、陈师道、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分别在哲、史、

金石考古、语言文字等领域卓有建树，有著作传世。

一个时代独特的文论往往与一个时代的文学家和文论家们的个人气质

和内在修养有着很大的关系。与创作一样，文论中同样体现了文论家人品

与文品的统一，除了时代、环境的影响外，文论也体现了文论家独立的人格。

五 文体形式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无论是专书，还是许多感性经验的零散篇章，都具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们或专书、或选本、或书简、或诗赋、或序跋、或评点。

专书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选本如萧统的《昭明文

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等；书简如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苏轼的《答

谢民师书》和《与鲁直书》等，后者的书简成为整个苏文“真、精、妙、达”艺术

风范的缩影；序跋如金圣叹为《水浒传》所作的序等。《文赋》以赋论文，以文

学作品的形式去表达自己的主张。其他如论诗诗、评注、随笔等，均内容丰

富，各有自己的特色。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由于文论家的兴趣和研究理路的不同，文论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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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侧重。如《典论·论文》主要是作家论，《文赋》主要是创作论，《文章

流别论》主要是文体论，《诗品》主要是风格论。有些文论是总论，另有一些

则是发展论，如《乐记》乃是诗、乐、舞一体的通论，《诗大序》、《典论·论文》、

《诗品》着重品味风格的源流。一些学者还在删诗选诗中体现出自己对作品

的评价尺度。像《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全面系统、类乎哲学专著的文论

著作，在中国文论史上倒是例外。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不长于概念间的推导和纯思辨的析理，而是喜欢以

简驭多、以一统众，把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熔铸成一个精练的判断，并浓缩成

富有灵性的形象化语言，其形式也多样而富于变化。如专门的文论著作《文

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艺概》等，其表述形式各有不同。至于大量

的体兼说部的诗话、词话，采摘片言只语，往往精义宏深。还有一些著述专

门以序跋阐述理论，凭评选表举宗旨。至于书信往还，反复辩难，更是常见

的论、评方式。那些以诗论诗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高。如司空图

的《诗品》，以四言韵语二十四则，写出了一部精深的诗歌哲学。

每个时代文论的文体形式，常常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先秦时代的诸

子文论，便多为语录体和对话体，如《论语》、《孟子》、《庄子》等。两汉时则多

为序跋体和书信体。汉代的序多置于全书之后，如《毛诗序》、《太史公自

序》、《两都赋序》、《楚辞章句序》等，其位置大体与后来的跋相同。两汉的序

也不是铁板一块，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诗文评点，如《诗》之大小序，又如王

逸《楚辞章句》的总序和分序。这种方式在评诗论赋、知人论世方面，既承接

了先秦语录体的简洁明快，又为后来的诗话和小说评点的表述方式和文本

样式提供了借鉴；另一种是自序，大多数是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追述写作动

机、回望人生历程的评论方式。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抒写了他世代为

史官的家事和自己的坎坷人生，既是一篇难得的抒情散文，又是一篇典型的

文论作品。汉代以后，文论家多用书信体来发表自己的文论主张，其中堪称

佳作的有曹丕的《与吴质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都尊崇太史公情真意悲

的体貌；独立的跋则到北宋才开始出现。

中国古代文论最常见的批评文体是诗话，虽然诗话之名始见于北宋，但

是诗话的源头却是在六朝，一是钟嵘的《诗品》，二是《世说新语》。《诗品》之

品评对象与品评方法，均开后世诗话之先河；而《世说新语》中随处可见的诗

人轶事、诗坛掌故、诗文赏析之类，若将其另辑成集，就将是典型的“诗话”作

品了。历代诗话的文体源头是六朝笔记小说，所以说诗话作为批评问题是

文学的，而非理论的。诗话从钟嵘《诗品》开始就已经有潜在的体系，历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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